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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區自主防災的成效左右災害治理體系之穩健，亦攸關在地社群永續

發展的公平正義，因此災區居民能否培育出應變災害及社區發展的韌性，

當屬重要的課題。然而現有文獻對此建構過程還沒有足夠的關注，對於弱

勢社區如何從他助轉換為自助的動態描繪，仍存有一定的理論空白。爰

此，本文以屏東縣來義鄉大後部落的社區自主防災發展為例，在調適治理

的分析框架下，透過深度訪談及文獻分析，檢視社區韌性如何經由外力輔

助逐步成熟。研究發現，非營利組織的參與有助於建立社區自主韌性，而

領導者則掌握權力調節的策略性角色。此結論一方面細緻化調適治理框架

中，對於領導權力調節的討論，另方面亦彰顯多層次治理體系、網絡、協

力，以及學習等社區自主防災的成功要件。作者認為，倘若政府部門能夠

釋放更多自主空間給基層社會，此般公民力量就較有機會展現其彈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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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社區關鍵組織的建立、重視多元社區的個殊性，以及維持社區防災所

需資源等層面，則共同構成災害治理的穩固制度基礎。 

[關鍵詞]：災害防救、社區韌性、調適治理、協力、原住民部落 
 
 
 

壹、前言 

社區作為災防體系的基層治理單位，目的是要藉由「協力」（collaboration）

修補政府鞭長莫及的缺陷，讓處於高風險區的民眾自主因應災變，在危急時刻降低

最大傷亡。1 因此不僅應該強調跨政府部門的協調性，健全基層社區的防災「韌

性」（resilience）更是關鍵。 

韌性是社區在挑戰和逆境中呈現的應變能力，有助於看護環境並實現集體願景

（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 543; Mancini & Bowen, 2009），但在韌性累積過

程中容易面臨「自主性兩難」的問題。一方面，弱勢社區需要外界輔助，但易於過

度依賴政府經費或是聽從專業指導，而不利於脫離後獨當一面。另外，基層民眾也

可能急切要求自主而抵抗外來援助，致使政府或非營利組織感到進退維谷，甚至於

引發權力衝突。克服這個施與受的難題，理論上建議保持領導策略的彈性。倘若領

導者資訊充足，與社區民眾相互信任，能提供適當參與及溝通的誘因，將有助於賦

權社區自主學習和創新，創造養成韌性的有利條件（Waugh & Streib, 2006; 

Djalante, Holley, & Thomalla, 2011; Simo & Bies, 2007）。然而，過程中外來領導者

如何「調控」（adaptation）權力，透過哪些策略與社區互動；向來處於弱勢的災

區民眾又該如何自救自強，從權力調節過程中形成韌性？這類問題在現有討論中還

未見到清楚解答，亟待進一步釐清。 

臺灣正朝向全面精緻化的災難治理努力，但是從近幾次回應災害的行動中，卻

顯示各級政府與社區間鬆散的連結，導致各方資源與行動過度發散，暴露出我國治

理機制存在結構性脆弱的問題（李鴻源、馬士元，2014）。事實上這個徵兆早在

2009 年「莫拉克」（Morakot）風災時就已存在，雖然政府痛定思痛，將災難治理

                                                      
1  「防災社區」在美日已推動多年，目的在於凝聚社區共識、提升行動力、擴大居民參與

在地事務的熱忱、強調災害資訊透明化，並找出具有草根性的防救災對策，降低社區整

體災害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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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到地方層級；非營利組織也極力架設志願服務的社會安全網，建立與災區的長

期關係，但是社區自主防災的成效，仍呈現很大的差異。有些社區－特別是原住民

部落－是以遷居形式逃離災害威脅，但代價是必須在新的土地上重構集體意識，過

程中免不了出現水土不服與挫敗。另外則有少數是克服重重難關，堅持自主防災，

成功守住祖靈俯視下的部落。例如屏東縣來義鄉大後社區的轉型，便是格外引人注

目的案例：它成功在紅十字會的協助下，從逢雨必汛的原住民部落轉型為自主防災

社區，並在這個基礎上向前推動社區發展，集體營造出族人理想中的生活方式。 

這個相對少見的發展路徑，提供個案研究的絕佳契機。爰此，本文檢視這段從

「他助」轉換為「自助」的過程，探究何以紅十字會的外部領導能造就大後的轉

型，並在文末帶著研究發現回到災難治理的理論中對話，說明民間協力網絡如何在

防災事務中發揮功能。 

貳、韌性社區發展的協力結構 

韌性是普遍而重要的概念，在工程學、人類學，心理學、材料科學等領域均有

長足發展，生態學家則是將其結合社會科學後，理解為一種社群自我組織，學習和

適應環境變動的能力（Carpenter, Walker, Anderies & Abel, 2001; Holling, 1973）。

這種能力採取傳統上至下的方式，到後來經常養成民間的依賴性，付出的努力很容

易隨著政府計畫期限、外來人力的進進出出而出現斷層。因此多有學者呼籲擴大民

眾參與，讓災民了解到外來者會離開的基本假設，引導他們自主參與重建工作。尤

其是進入智慧防災的時代，社群媒體技術的快速進步，令災害防救變成一種動態、

持續規劃與改變的過程，因此更講求迅速採取災害防救行動與及時回應反饋，以便

提升災害防救的治理創新。 

而非營利組織陪伴基層社區的協力角色，足以影響社區應對災害與重建家園的

成敗，更是復甦生命品質、存續原鄉文化的關鍵（Eikenberry, Arroyave & Cooper, 

2007: 160-161; Hsieh, Lin & Chen, 2018; Kapucu, Yuldashev & Feldheim, 2011; Simo 

& Bies, 2006; Walters & Kettl, 2005）。其機動性及志願特質，往往能搶先政府回應

地方需求，與居民結為協力夥伴，落實社區自主防災的目標，保障生活的基本品

質，2 堪稱災害協力治理的關鍵促動者，是政府失靈下的替代治理途徑（Kapucu, 

                                                      
2  更多資訊可以參考泛科學（2013）。《災難，然後》系列專題，2018 年 5 月 19 日，取

自：http://pansci.asia/archives/5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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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但除了有力的夥伴，社區自主防災還需要民眾建立調適的韌性。因此學術

社群與實務領域開始思考，如何連結「調適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多

中心」（polycentric）模式、「協力網絡」（collaborative networks），以及「創

新」（innovation）等原則來提升災害防救能力的在地化。 

一、社區的協力防災 

災害所造成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促使許多概念，像是「協力」、

「協調」（coordination）、「溝通」（communication）、「調適」等成為備受重

視的新時代防災策略。這股從 20 世紀中期以來的災害防救專業趨勢，透露出政府

力量無法完善治理，需藉由非營利組織、社區及居民共同努力，才能降低「脆弱

性」（vulnerability）、提升韌性、促進永續性。對於災害防救的永續與創新而

言，除了看「老天的臉色」，對於自然環境的敬畏與維護之外，政府在災害防救範

疇上仍具備正當性，同時也必須更為專業。然而，儘管政府在災害防救事業上被投

以更大的責任與期待，當前災害治理更看重如何建構長期有效的公、私部門防災系

統「韌性」（system resilience）（李宗勳，2016）。身處災害最前線的社區組織，

期望能與災害共存、且具備韌性的「防災社區」聲浪更是有效回應災害或危機的關

鍵防禦機制，這種介於家庭個人與政府之間重要的媒介，以鄉鎮與村里為範圍開展

的概念是超乎家庭個人，也可關注社區整體生態發展的重要性（黃松林、郭銀漢、

楊秋燕、汪中華，2012）。事實上，地方社區往往是面臨災害直接衝擊的第一線單

位，而其復原韌性則是拯救多數人們生命的關鍵。因此，自 2004 年開始，由中央

政府提供技術經驗與資源，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的「災害防救深耕計畫」正

是向社區紮根的能量，此多年期的計畫以全國各直轄市、縣（市）與鄉（鎮、市、

區）為推動範圍，明訂推動防災社區專案計畫為工作重點項目，在此計畫推波助瀾

之下，大多數縣市政府都將推動能量放到村里層級上，部分縣市甚至在計畫期間推

動一到二處防災示範社區之方式進行防災宣導、舉辦實兵演練，以及防災資訊整合

等，逐漸朝運用創新思維，推動災害資訊透明化、公開化，建立政府與專業團隊協

力機制的基層社區防災工作邁進。綜觀臺灣防災社區的流變與轉化，大致可以分成

三個階段。第一、早期（1999 年以前）：以九二一地震之前的社區志願服務行動

為主，在於協助傳統消防救災工作；第二、中期（2000 年－2008 年）：在九二一

地震之後，此階段主導社區防災的單位以中央層級的災害權責機關掛帥，發展過程

中逐漸納入災害專業組織與社區在地組織，並嘗試以賦權概念導入社區自主的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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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避災、救災能力等面向；第三、近期（2009 年以後）：以莫拉克風災之後為

開端，除了政府將防災觸角延伸到地方層級之外，由民間組織所推動的社區防避災

或防備災計畫，也於莫拉克風災受災地區廣泛推行。此階段已具備政府、社區與非

營利組織相互形成的共享與協作機制。 

由此看來，政府單位已經逐漸運用跨部門協力作為災害防救事業上的重要機

制。唯災害防救深耕計畫雖已嘗試將防災能量傳遞至基層的治理單位，但個別區域

的成效不一，且仍無法全然涵蓋所有可能遭受災害的前線單位，明顯的他山之石像

是美國聯邦政府與地 方政府全面失控所造 成的「行政失靈」（administrative 

failure）現象，在 2005 年的「卡崔娜」（Katrina）颶風造成重大災情後受到大肆

地討論與批判，其中一項受到廣泛討論的面向就是政府嚴重缺乏與非營利組織與社

區進行協調（Ink, 2006; Menzel, 2006; Smith, 2006; Wise, 2006）。Pipa（2006）特

別提到，非營利組織與宗教慈善團體對於地方社區的陪伴，除了在心靈上給予支

持，讓居民學習，更能培育社區民眾在災臨時自力更生的力量。透過非營利組織催

化出充滿韌性的防災社區，在臺灣已有些成功的案例，包括深居山林的高雄茂林區

多納社區，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與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將防備災技術帶入到部

落，配合族人的在地知識，並把防災社區成果展與豐年祭結合，讓防備災觀念寓教

於樂地融入部落的生活與文化；以及傍水而生的高雄那瑪夏區的瑪雅部落，在莫拉

克風災結束後，由臺灣世界展望會召募當地的年輕人與家庭主婦成為同工，除了訓

練這些居民成為防災社區的種子，並為瑪雅社區設計因地制宜的防備災課程。3 這

些原住民社區都靠外部組織產生創新的專業知識與保存自有傳統文化，倚賴社區協

力防災找到特有的利基。 

時至今日，災害防救知識與科技不能止於儀器、設備與資訊系統的發展，需將

協力防災概念進一步落實於草根社區，轉變成屬於在地的防災知識（Aldrich, 2015; 

Kapucu & Hu, 2016）及內生性的防救災策略（Drabek & McEntire, 2002; Norris, 

Stevens, Pfefferbaum, Wyche & Pfefferbaum , 2008），不過，此處值得注意的是，在

地知識也可能會替社區防災形成一道屏障。由於社區居民根深蒂固的看法，很容易

形成相同的視野觀點，加上某些現實的利益考量與觀望態度，皆造成社區防災的創

新舉措遭受阻礙。因此，當相對「新」的災防知識或技術注入社區的「舊」思維

（固有內生的觀念）時，這個創新過程也同時涉及了社區對某些概念重構與知識重

                                                      
3  關於高雄多納部落與瑪雅部落防災社區的建立，請參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d.）。

防災社區網站，2018 年 5 月 19 日，取自：http://community.ncdr.nat.gov.tw/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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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的過程。 

二、維繫防災成效的調適治理 

社區的災害防救需要取捨社區自主性與依賴程度，能以短期投入換取長期維持

的均衡，並表現在防災制度的穩定度與彈性上，達到永續韌性的境界。但值得注意

的是，原民或偏鄉地區通常與一般都市地區不同，還需要考量傳統與現代制度之間

的調適。封閉的原鄉部落如何化外力為助力？外來組織如何參與？參與程度如何？

這些要素透過調適治理的概念框架或許可得到解答，而發展出相對可持續的治理體

系。 

調適治理的新思維源自於許多概念，就 Djalante、Holley 與 Thomalla（2011）

的說法，調適治理就涵蓋了「調適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合作式管

理」（cooperative management）、「協力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等三

大面向。調適管理的主張強調在「社會經濟系統」（social-ecological systems）系

絡下，從跨學科研究和系統研究之中獲得管理與科學知識。舉例來說，流域治理議

題早期多是從工程與生態角度出發，以整治污染和維護環境為目的，然而，流域治

理終究涉及到「人治」，如何解決河流跨地域與跨部門的管理問題也成為其治理成

效良窳的關鍵。在此多元觀點下，社區組織的韌性與調適力之討論自然也不僅限於

堤防該築得多高、土壤的軟硬程度如何等面向。Gunderson 和 Holling 是將韌性概

念引入社會生態系統的關鍵人物。Holling（1973, 1978）所出版的《調適性環境評

估與管理》（Adaptive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anagement），領著人們進一步

認識到調適性管理在應對複雜環境問題的管理能耐。並在之後發展出融合學習原

則、非正式網絡與多元利害相關人的非正式制度，成為能吸收變化並能繼續維持能

力的生態系統（Gunderson, 1999）。 

第二種深刻影響調適治理的洞見則是合作式管理途徑。此途徑的特點在於強調

共享資源的「共同管理」（co-management）。例如一些社區保育案例中涉及的共

享財貨議題，4 當中一系列管理安排的模式，以及問題解決的連續過程。隨後也延

伸出「調適共管」（adaptive co-management）（Olsson, Folke & Berkes, 2004）的

概念，這是一種結合調適管理及合作式管理所發展出來，象徵一種動態、多層次，

以及多中心的模式，並在分權與集權控制中求得平衡（Olsson et al., 2004; Folke, 

                                                      
4  恆春半島灰面鷲的參與式保育行動即是一例（湯京平、張元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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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hn, Olsson & Norberg, 2005; Plummer, 2009）。此外，另一個在合作式管理文獻

中的重要來源則是以 Ostrom（1990, 2000）為主的研究社群。主張人類行為與生態

系統互動的多重面向特質，在「共享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的治理上，

可藉助使用共享資源的人們，以「自治」（self-governance）的機制成功管理，此

學說亦協助調適治理的框架在複雜環境中，發展出長期與生態體系互動調適的共存

景象。 

最後一個融入調適治理的研究範疇是來自於協力治理在解決環境問題上的視

角。應用協力治理途徑解決環境衝突或爭議，已經獲得廣泛文獻的證實（Holley, 

Gunningham & Shearing, 2011; Putnam, 1993; Sabatier, Focht, Lubell, Trachtenberg, 

Vedlitz, & Matlock, 2005）。像是 Wondolleck 與 Yaffee（2000）在自然資源管理

的政策制定上，需要公民與政府官員間的協力合作，藉以做出較佳的決策。以及

Dryzek（2000）主張透過審議式的生態溝通提高公民環境素養，強化環境決策的生

態友善性等。儘管理論切入的觀點不盡相同，但在環境政策的參與上卻是有志一

同，著重在分權式的決策制定，授權給多元利害相關人、關注彈性與多層次治理的

制度安排、追求具體的調適性，藉以適應複雜多元的環境變遷（Holley, 2010）。 

整體來說，這些理論的取徑上或有不同，有的是根植於生態系統，有的源自於

治理傳統。對於韌性建立的看法而言，調適管理與合作式管理認為建立韌性的仍然

處於規範設計的前沿課題上。而協力治理則是關注是否能在社會生態系統中迅速反

應變化及具備彈性。儘管如此，各個理論間仍有共通之處，就調適治理之整合框架

而言，吸納了「多中心與多層次機制」（polycentric and multilayered institutions）、

「參與及協力」（participation and collaboration）、「自我治理組織與網絡」（self-

organization and networks），以及「學習和創新」（learning and innovation）。因

此，不管是「共同管理」，並進一步發展到「調適共管」，乃至於萃取各家理論所

長的「調適治理」，目的都是希望提升多元參與來改善在地社區面對自然災害衝擊

時的韌性與回應性。 

三、韌性、調適治理與協力防災的關連及整合 

本文以 Djalante、Holley 與 Thomalla（2011）提出的調適治理模式作為社區

防災韌性建立的探究基底（如下圖一）。實線箭頭顯示特徵之間的主要關係。簡言

之，多中心和多層次制度可視為是調適治理模式中的核心步驟。要點圍繞在能夠提

高參與和合作可能性的領導，信任和社會資本；自我組織可以經由任何正式或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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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社交場域形成，並且在不同形式的網絡中予以運作，這些網絡能依序對學習和

創新大有裨益，並為社區韌性之構成創造有利條件。虛線部分則表示間接關係。多

中心和多層次制度的存在，能有益於鼓勵自我組織和網絡的形成。而參與和協力則

可作為加速學習和創新之媒介。 

由於調適能力是維持韌性與克服脆弱性的能力，韌性的強弱取決於調適能力抑

制脆弱性的程度。在協力防災系絡中，韌性是當社區面臨災害時，能及時有效地發

揮「抵禦」（resist）、「吸收」（absorb）、「適應」（accommodate），與「復

原」（recover）的能力（UNISDR, 2009）。這通常需要分權化的制度安排，讓具

有自主性的社區協力發揮（Carlsson & Berkes, 2005）。故多元行動者涉入社區防災

的時間、由政府部分或非營利組織涉入、如何提升在地社區的參與方式，用何種策

略提升調適能力，都會決定社區協力防災的韌性程度。多數文獻認為災區民眾若能

強化自主能力，有助於調適各種災害來臨時的突發狀況，並積蓄此內部動能提供社

區發展的制度均衡（Lebel et al., 2006）。因此很自然地側重此類集體行動的制度架

構、誘因以及資源動員，探究多元關係人如何在權力共享之下合力建構社區韌性

（ Armitage, Berkes, & Doubleday, 2007; Djalante, Holley, & Thomalla, 2011; 

Karkkainen, 2001）。 

 

圖一 韌性建立下的調適治理模式之重要特徵關聯 

資料來源： “Adaptive governance and managing resilience to natural hazards,” by R. Djalante, C. 

Holley & F. Thomalla, 20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Science, 2(4), 4.  

多中心和多層次制度 

多元行動者與多元層級 

學習與創新 

公眾、社會學習與制度記憶 

自我組織/網絡 

橋接組織、疆界型組織， 
轉型平台 

參與和協力 

領導、信任，社會資本 

韌性 

（對於天然災害）： 
自我組織、學習與調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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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觀點輕忽社區防災韌性在初始階段，通常需要借助非營利組織及政府

單位的外力奧援（Heikkila & Gerlak, 2005）。社區不僅需要凝聚一定程度的動員能

力，亦需要一定的彈性。因為災難來的時間和方式都難以準確預知，只能累積在地

智慧和專業知識，按照經驗做出調整。相關研究已經指出專門知識和在地智慧密切

的整合是維繫自主防災行動和成效的關鍵（Fraser & Lepofsky, 2004; Mercer, Kelman, 

Taranis, & Suchet-Pearson, 2010）。但是要兼具彈性及凝聚力來降低災害風險，就

需要較吸納式的參與結構，以及有效的領導能力（Pearce, 2003）。否則極可能導

致「協力失靈」（collaborative failures）。 

例如 Kapucu（2005）在 911 恐怖攻擊事件的研究中發現，當新的協力關係建

立時，信任的含量雖足以影響協力結構回應災難的速度。但政府領導失當，以及各

單位與社區居民溝通協調不良等因素，更容易引起協力失靈（Menzel, 2006; 

Walters & Kettl, 2005; Wise, 2006）。因此跨部門協力需要留意：（一）社區必須要

向外擴展至其他防災團體或個人，藉以突破「產能限制」（capacity constraints）；

（二）當社區向外連結至其他防災團體或個人時，將會學習到新的「公民能力」

（civic skills）與訓練方法，這套從未接觸過的專業防災知識，可能引起社區民眾

產生認知不協調及心理不認同；（三）協力所擔當的中介角色至為關鍵，特別是當

其為身份遭受剝奪的人民（例如，原住民）充當代表角色時（Berke & Campanella, 

2006: 205），倘若各級政府與民間組織未能積極溝通協調，則此過程就可能會被社

區民眾視為挑戰其自主性的權力衝突（Fan, 2015; Mercer, Kelman, Taranis, & 

Suchet-Pearson, 2010; Thomalla & Larsen, 2010）。 

換句話說，調適治理雖隱含權力共享，但並不能保證權力之間的和諧運作，還

需要某種觸動機制調節強弱不一的權力。而這個功能則深繫在領導者身上：領導者

必須設法消弭社區與外來者間的權力衝突，才能確保韌性可以從權力遞移過程中生

成。故無論是外來領導權力較強、社區較弱；或反過來社區領導較強勢而阻卻外力

干預；亦或者社區與外部領導皆處於強勢的硬碰硬狀態，行使權力時皆要拿捏進退

分寸，此即為本文主張的權力調節（如圖二）。這個較少被注意到的概念，很可能

左右社區自主防災的成效。基此，本文以調適治理的分析框架為基礎，首先呈現社

區韌性建立時的重要面向，並融合權力調節要素，透過案例分析逐一檢視，做進一

步的延伸及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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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災害防救與韌性建立的權力調節與調適能力要素 

資料來源： 作者修改自“Adaptive governance and managing resilience to natural hazards,” by R. 

Djalante, C. Holley, & F. Thomalla, 20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Science, 2(4), 4. 

參、研究方法與限制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透過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作為研究方法。文獻分析的蒐集來源有二：第

一、透過各類研究文獻、報紙，以及電子資源等，瞭解大後部落在原民文化與環境

融合及社區防災等方面的資訊；第二、由負責參與社區自主防災訓練的非營利組織

提供相關資料，像是自主防災社區計畫執行成果報告，以及作者與紅十字會專員持

續聯繫所取得的訊息。 

在深度訪談部分，本文共進行四次訪談，時間為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9

月。訪談對象之遴選，初始先由作者與負責大後社區自主防災計畫的紅十字會楊專

員（即本文中的受訪者 A1）接觸，A1 作為該防災計畫最關鍵的人物（包含與後續

地方政府人員及社區成員訪談中得知及確認），最瞭解大後社區之生態與防災業務

執行過程中面臨困境的人物。A1 是職業軍人退休，官拜上校，曾經擔任中部地區

陸軍軍團的副參謀長，當 2009 年莫拉克颱風侵襲台灣時，曾指揮管轄內官士兵協

助救災，因而對於救災防災不算陌生，在褪下軍服後，成為大後社區自主防災計畫

權力調節 

學習與創新 

多中心和多層次制度 

多層次制度 

自我組織/網絡 

參與和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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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執行者。除了訪談 A1 之外，由於大後社區位居深山，藉 A1 引介與陪同，

才得以接觸社區成員。例如村長與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及其他部落族人，都是計

劃內十分重要的人物。儘管在原住民受訪族群中並未訪談到部落頭目，但報章雜誌

曾經刊載過的地方耆老與資深社區成員，亦經由 A1 的介紹而成為受訪對象。 

受訪者共計 11 名（如下表一所示），包括社區居民、大後部落所在的義林村

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以及非營利組織成員。由於年輕人在白天時段會離開社

區，到外地工作，只有到傍晚才回到社區，因此，除了一位部落青年是採電話訪談

之外，其他十位受訪者皆由作者親自訪談。 

表一 受訪者資訊與選樣理由 

編號 訪談對象 性別 訪談時間 選樣理由5 

A1 紅十字會專員 男 

2015/12/27 

1-5 2016/1/31 

2016/6/29 

A2 紅十字會專員 男 2017/9/18 1 

B1 義林村村長 男 
2016/1/31 

1-5 
2016/6/29 

C1 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女 

2016/1/31 

1-5 2016/6/29 

2018/4/08（電訪） 

D1 社區防災計畫救護組組長 女 
2016/1/31 

2-5 
2016/6/29 

D2 社區防災計畫收容組組長 女 
2016/1/31 

2-5 
2016/6/29 

D3 社區防災計畫收容組組員 女 
2016/1/31 

2-4 
2016/6/29 

D4 社區防災計畫警戒組組長 男 
2016/1/31 

2-5 
2016/6/29 

D5 社區防災計畫警戒組組員 男 
2016/1/31 

2-4 
2016/6/29 

D6 社區防災計畫機動組組長 男 2018/4/10（電訪） 2-5 

D7 社區防災計畫救援組組員 男 2016/1/31 2-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5  以編號反映分析架構中的構面。1.多層次與多中心；2.參與和協力；3.自我組織與網絡；

4.學習與創新；5.權力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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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訪談之前，作者會事先擬定訪談大綱（訪談大綱參見附錄一、二），並

提供給受訪者，每次訪談時間均達到 1 小時半至 2 小時。訪談過程中，也會經過受

訪者同意之後以同步錄音、筆記，以及攝影等方式記錄訪談內容。需要說明的是，

為了獲得更豐富的研究資料，作者在 2016 年 1 月 31 日首次造訪大後社區，第二次

進入大後社區則是 2016 年 6 月 29 日，第一次造訪時，當天在正式訪談時間之外，

亦由非營利組織人員以及在地居民陪同並沿途解說社區災防指揮辦公室、器材庫，

以及疏散路線等重要地點。四次訪談（前兩次為個別單獨訪談紅十字會兩位專員；

後二次則是訪談非營利組織成員及大後社區居民）下來，共計有照片百張，訪談影

片五十多段，儘管有不少影音資料作為輔佐資料，本文仍不敢以田野調查自居，但

在正式訪談之外，透過與負責災防計畫的訓練者與執行者在社區裡穿梭，一起共進

深山種植的野蔬，享用排灣族特釀的小米酒，確實讓作者更為深刻瞭解身為社區自

主防災的運作與社區發展遭遇的潛在問題。 

二、研究限制 

本文之研究限制主要有二。第一、在大後的研究個案中，紅十字會的 A1 扮演

自主防災計畫的靈魂人物，自然在分析過程中，提及受訪者 A1 的篇幅與次數居

多，難免有過度側重其角色影響力之虞。雖本文謹守讓實證資料說話的立場，惟為

了研究品質的可信度，本文針對受訪者 A1 所引領的角色詮釋與描述，採取與其他

受訪者看法與觀點的交叉比對，藉以驗證受訪者 A1 說法之公正性。此外，本文除

了引述受訪者 A1 闡述個人的救災、訓練，以及與社區居民接觸的個人經驗，將會

客觀呈現其他受訪者之論述。 

第二、本文在訪談的選取上，由於執行防災計畫的社區成員均為台灣原住民的

排灣族人，久居山中，較少與外界聯繫，當初在初步聯絡時，曾有些受訪者認為自

己不善於表達，擔心看到錄音或攝影器材，會因為緊張而講不太出話，後經過與

A1 多次協調溝通，逐一排除受訪者疑慮，並請其代為聯繫與說服社區成員接受訪

談，最終獲得社區居民們的應允。此外，前面曾提及，由於部落的青年們都習於白

天離開社區外出工作，至傍晚方返回，但出入大後社區，必須考量天色與路況，因

此，作者僅能把握能單次訪談到最多受訪者的機會，這也是後續作者共兩度造訪大

後社區，以及採取電話訪談部落年輕人的主要原因。然而，儘管先後造訪大後部

落，期望能周全受訪者範圍，惟在受訪者的數量上仍屬有限，此為本文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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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案例介紹：大後部落的災與變 

大後是典型的排灣族部落，位於屏東縣來義鄉義林村西北端。背倚大武山脈前

臨瓦魯斯溪，是原住民口中得天獨厚的富饒之地。幾十年來，族人在這化外之境，

承襲老祖先的生活智慧，約莫 170 戶人口透過遊獵、農耕與採集野菜維繫部分收入

來源。村落裡隨處可見傳統圖騰、紋路與雕飾，也有淒美動人及富含教育隱喻的民

俗故事流傳於當地。6 這些族人引以為傲的傳統文化，伴隨著內部社會制度在世代

間承傳，經年累月下來成為凝聚部落情感及認同的關鍵。7 然而，政治力量的滲

入，使得頭目制度被民主決策模式沖淡，逐步侵蝕原民部落的管理基礎，鬆動以階

級為基底的封建式自治社會。而經濟上的需求又將青壯人口牽引至都市地區，留下

年長者在社區從事農務工作，使得缺乏足夠人力及資源的大後，很難開創在地產業

促進社區發展。儘管擁有秀麗的自然環境景觀，是此類原鄉社區的優勢及希望，8 

但當社區觀光產業略有起色時，2009 年的莫拉克颱風卻一夕之間吞噬居民投注畢

生心力經營的觀光餐廳，9 亦侵襲部落中的耕地和民房，截斷部分村民賴以維生的

經濟來源。 

至今，這場危及生命財產安全的浩劫，仍使大後村民心有餘悸。回想莫拉克風

災時的情景，磅礴的強降雨量累積超過 1400 公釐，由上游奔騰而來的砂石流木衝

擊部落前的河道及橋墩，阻斷與外界聯結的通道。而高漲的河床漫溢無處宣洩的洪

水，沖入部分村民家中，破壞社區內的民生基礎設施。一夕之間，在缺水、停電、

網路斷訊的災情下，大後頓時成為遺世獨立的孤島。面對前所未有的重災，令村民

                                                      
6  距離部落數公里處的大後溪上游，座落著匯聚鴛鴦瀑布流瀉而成的一池潭水。此處是族

人的禁地，相傳若要經過該地，必須穿著素樸的裝扮，切莫不可像古部落公主般華麗盛

裝，而被蛇郎君吹起的怪風捲入潭中，成為其伴侶。 
7  例如排灣族嚴謹的階級制度，賦予頭目及貴族階級享有特權的同時亦負有照顧其他階級

的義務。而族裡讓長子（女）繼承家業財產的特殊制度，以及經由婚配調整社會階級等

規範，也維持一定和諧程度的社會流動，增加彼此間的黏著度。 
8  像是新竹的司馬庫斯、花蓮的慕谷慕魚等部落，都發展出相當傲人的旅遊經濟。 
9  傅花女，一位慈祥和藹的 VuVu（排灣族對老人家的尊稱），她在大後社區經營了將近

三十年的「客醉山莊」，在莫拉克颱風來襲時完全被摧毀，深埋在來義鄉大後溪的河谷

中。災害過後，餐廳原址只剩下巨石夾雜著漂流木。當我們拜訪重新開幕的餐廳時，見

到 VuVu，她回憶起當年的經歷，語氣中仍有些不捨，但心情已平靜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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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方寸。雖然有些人主動提供安全避難場所，集結社區中的食材和資源。也有些

較有冒險犯難精神的年輕壯丁，以及經驗豐富的長老，嘗試穿越被土石填滿的河

道。10 但缺乏救災器具，終究無法組織災害應變行動。很快的，稀缺的糧食消耗

殆盡，村民只能煮食蝸牛充飢，以求保有體力堅守待援。11 此時，在外工作的年

輕族人得知災情嚴重，急迫地號召幾位夥伴涉險深入山區，總算在前進部落的路

上，與嘗試突破重圍的族人不期而遇。12 然而，戲劇性的重逢對於災情復原並沒

有太多實質幫助。此後的一個多月，居民只能利用溪底便道進出，並依靠直升機與

人力徒步行走方式，補充民生必需物資。 

儘管遭受莫拉克無情地摧殘，村民守護家園的意志並沒有因此被消磨。尤其是

長者對部落有強烈的地方依附與認同，大多排斥政府釋出給災區居民以舊換新的遷

居政策；13 至於年輕族人雖然也不願輕易放棄家園，但基於安全考量仍較贊成前

往南端的新來義永久屋，以遠離天然災害的威脅。這場意見上的分歧很快在社區中

蔓延開來，甚至發展成對於叛離村落者的不信任及指責。所幸有村民提出法令規範

不周全的疑慮，最終只有極少數按照補助規定搬離社區，但留下來的族人，則要做

好緊急時疏散避難的準備。因為根據莫拉克重建條例第二十條，大後部落被評定為

安全堪慮地區，當累積雨量超過 200 公釐，就必須全村移地避難。此外，水土保持

局發布的土石流警戒區亦規定，累積雨量超過 350 公釐，部落就必須清空。然而，

面對政治權威及科學技術下的診斷，與在地生活經驗完全背離，族人難以苟同此套

標準，亦對政府頗有怨言。只是當時還沒有人意識到，相關條文的限制，竟能替社

區創造重生的機會。 

2010 年 9 月，部落尚未完全從莫拉克風災恢復，飽含水氣的凡納比颱風接踵

而來，河道上尚未清除的土石泥沙再度引發洪水溢流。甚至 2012 年 6 月雨季來

臨，河水更蔓延至部落最重要的精神象徵與社會互動場域－集會所。當下雖然村民

                                                      
10 「那時候真的好恐怖好恐怖，那時候我有怪手，…當時整個（社區）都是水，我就跟十

幾個年輕人嘗試要打通後面（被阻塞的河道），但真的打不通，後來花了三天才打

通。」（受訪者 D5） 
11 「後來直升機有來送物資，像是米。那時候我們沒有柴油，沒有汽油，沒有發電機，我

就跟著搭直昇機去外面，才有柴油可以加在挖土機裡面。」（受訪者 D5） 
12 「看到認識的人從部落出來，那時候真的是激動的哭了！」（受訪者 D6） 
13 通常原住民部落遷居是重大時刻才會發生，而且需要數月甚至數年的規劃，由頭目和貴

族召集族人共同決議。而災後重建條例並沒有提供足夠的時間，因此在眾多原民社區掀

起不小的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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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柔性勸離部落，前往鄰近的佳興村以及地勢安全但較遠的來義高中避難，但最後

卻不見任一人離開。這種對部落的執著，以及抗拒移地避難政策的排斥感，激發村

民另一種想像：嘗試以民間專業測量技術，為恢復居住正義開啟機會之窗。適逢中

華民國紅十字會從 2013 年開始，即在全台實施社區自主防災計畫。14 當他們在來

義鄉興建的永久屋完工後，為了幫助災民適應，特地留下一些志工在當地作為聯繫

窗口。而大後出身的來義村長因業務上來往，得到機會認識這個既陌生又熟悉的大

型非營利組織，於是私下詢問紅十字會，是否有辦法可以幫助大後在移地避難上有

所著力，並得到該會相當正面的回應，替之後的社區自主防災計畫鳴響第一槍。 

2014 年 5 月，紅十字會總幹事與 A1 前往大後部落參加集體會議。雖然處在社

區未來的交叉點，族人難免有意見上的分歧，但最終仍決定放手一博，委聘災害評

估鑑定頗具專業公信力的「屏東科技大學災防研究中心」就地勘查，同時向紅十字

會總會申請自主防災社區的計畫補助。基於部落傳統，一旦做成某項決定就必須團

結一致，讓其他部落看到大後的榮耀和能力。所以雖然有些村民的教育程度並不

高，缺乏與政府及其他民間組織打交道的能力，精神上的支持仍賦予集體行動高度

正當性。兩個月後紅十字會核定申請案，大後再度召開部落會議，用意是要確認未

來計畫實施方向是否符合在地需求，同時也宣示執行計畫的決心，帶有整合全體村

民及宣告動員的意味。這次會議後，屏科大與村民溝通後，經過 8 月 2、16 日兩次

探勘，最終做成結論：建議社區應綜合採用「現地、前往佳興村、新來義社區」等

避難方式。此結果令全體族人情緒昂揚，展現出村民守護家園的堅定決心（中華民

國紅十字會總會，2015）。 

伍、調適治理中的外部領導與權力調節 

一、非營利組織領導 

對於多數害怕與政府打交道的大後居民來說，能以極短時間消化一套複雜的防

災知識技術，甚至在行動中培育社區發展的種子，是當初遙不可及的想像。15 而

在此不平凡成就的背後，紅十字會的 A1 顯然發揮極關鍵的領導角色。大後的經驗

                                                      
14 「社區自主防災我們從民國 102 年就開始做了，後來實施的成效不錯，就繼續做下去，

到 2017 年已經完成 14 個社區了」（受訪者 A2）。 
15 受訪者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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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災區陪伴制度有助於維繫居民的信任感。此類國際性的非營利組織，最大的

致命傷在於代表性不足。不難想像如此龐大有力的慈善單位，若非長期深耕地方，

很難與在地社區建立深厚的連結。要讓村民認同，就必須透過參與取得信任進而樹

立代表性（Guo & Musso, 2007）。這點 A1 發揮得恰到好處，經由頻繁不間斷的造

訪社區，適時的打氣問候，都讓村民有深切的感動與被鼓舞的效果。在村民眼中，

A1 不只是在完成他的工作，而是亦師亦友的傾囊相助（授）。如受訪者所表示，

這些趨近於軍事化的防災分組及演練，搭配艱澀難語的準則，甚至是與成員之間的

溝通摩擦，都曾嚴厲地挑戰村民執行計畫的決心。儘管有許多村民幾度想要放棄，

但感受到 A1 的熱忱及衝勁，這些自我懷疑漸漸被好勝心與榮譽感所取代，也加深

對領導者的信賴。16 當此類社群性誘因適當地在人際網絡間蔓延開來，便能激發

出潛藏於部落的動員力。 

此外，隨著交情增溫與信任遞增，A1 對於部落的歷史文化更加熟悉，也因此

注意到族人的文化認同感正在流失。特別是較年輕的村民，雖然地方依附感仍舊濃

厚，但若是遺忘自己的祖先曾經以熊的子民為傲，其與宗親長老們之間的連結便缺

了一環。雖然 A1 也明白，缺乏認同感無論對自主防災或社區發展而言，皆有一定

的傷害。不過比較為難的是，礙於身份考量，由外人干預村民集體認同的形塑，顯

得有失正當性。針對這個文化認同上的空洞，A1 加了一點巧思：在防災組織行動

中設計了一個熊的圖騰，除了作為精神象徵，亦提醒眾人應該發揮如熊般堅毅的韌

性。經由此符號傳達集體的共同記憶，安靜又有力地加深村民的團結意識，凝聚村

民的行動力及持續性。17 

儘管從文化認同、信任等社群性誘因著手，A1 的領導身份在無形中被塑造出

來，得以順利地將其豐富的防災知識與經驗帶入社區。但更難得的是他很快察覺出

真正有急迫性的議題，應該是如何重振部落生計。唯有透過自主防災計畫，根據部

落各方面的條件，量身打造有利於發展的制度基礎，才是兼顧安全與生存的永續之

道（Pearce, 2003）。但是，人力與資源向來是首要克服的條件，經費拮据、物資

貧脊及青壯勞動力外流等困境，皆不利於大後轉型。對此挑戰，建構認同與信任還

不足夠，因此在策略上，A1 開始塑造願景，引導村民將社區發展作為遠程目標。

                                                      
16 受訪者 C1、D1 與 D7。 
17 「如果一個外人都願意付出許多心力幫助我們，怎麼好意思只是一昧依賴？這樣的想法

在組長之間萌生流傳，進一步感染其他組員，於是很快的就讓村民被組織起來」（受訪

者 C1、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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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具體作法相當細緻，他先將撰寫自主防災計畫書的任務交給社區發展協會總幹

事，同時以任務編組的形式賦予組長溝通協調、動員的權力。在這個權力分散的過

程中，既可避免身為外人的好意淪為干預，又能讓組長們自己察覺到組織動員的困

難性，自然地將自主防災及社區發展兩件事結合在一起。這樣的共識框架，也許參

與者本身沒有明顯察覺，但這正是領導者塑造集體「世界觀」（word view）的巧

妙方式。因此，一路上 A1 不斷告知村民，自主防災的初階資訊及好處，除了保護

生命財產安全外，亦有其他額外價值。例如「心肺復甦術」（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專業證照，能被用於社區照護或是相關的工作領域，提升村民一部

分經濟來源，改善生活品質。此物質性誘因，確實激勵許多村民付諸行動，成果亦

相當不錯。 

為遂行人道關懷，紅十字會賦予領導者很大的彈性，相對公部門而言，策略上

就顯得更靈活多變。但除了補位政府部門的領導作用外，大後的經驗指出，更值得

關注之處，應該在於如何調節權力結構。 

二、以共享權力為基礎的調適治理 

成功的調適治理需要權力共享。此道理雖然看似簡單，要付諸實行卻相當困

難。由於網絡參與者的權力來源都不相同，當它們交會於災區時，極其容易引發多

方衝突。對此，積極的溝通協商不可避免，但更重要的可能是較有影響力的領導

者，如何彈性收放各種情境下的權威。 

大後習慣以部落會議決定集體事務。重大議題發生時，會召集 20 歲以上的族

人參與部落會議，透過投票達成共識。而作成決策後，也會依循少數服從多數的原

則，不是因為奉行民主，而是出自於村民認為大後是以團結聞名的部落，族人們以

此為傲，故而不容許危害集體名譽的分裂行為。這種約定俗成的規範，在頭目制度

被淡化後，由社區發展協會承繼，成為部落事務決策的正當性來源。通常對待此類

社區原生制度，最適當的方式就是予以尊重，否則很容易造成無心之過，挑起衝突

的緊張氣氛。熟稔部落文化的 A1，當然也意識到這個不可碰觸的底線，因此當他

                                                      
18 「如果對自主防災計畫跟經濟 沒有結合的話，那就是空的，為什麼呢？因為他要賺錢

啊。所以自主防災的落實將來還是要考量居民的經濟來源，不能只考量救災的問題，要

跟生計一併規劃進去，也許如果說將來經費從 40 萬到 100 萬，那剩下來的 60 萬也要結

合當地部落的產業，那如果產業穩定了，那他們根本不用去外面賺錢啊！相對的，就有

人了，自然地自主防災就成了」（受訪者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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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計畫時，遇到需要由族人集體決定的事項，都會恪守不干涉的原則。為了避

免村民反感，在進行部落會議時思考如何不喧賓奪主，而是按照慣例，由頭目或是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出面主持，自己從旁給予建議。 

與此類似的權力調節模式，也隱藏在防災任務的編組邏輯和訓練方式中。在防

災編組的策略上採取「先訓練幹部、後由幹部招募組員」的方式進行，19 好處是

能夠提高訓練效率，確保各組核心成員對任務的理解，再有效率地逐一向下分配。

另一方面是善用幹部對社區的知識，安排各組員適得其所。像是警戒組必須透徹掌

握社區周邊環境，也要有很豐富的在地智慧及經驗，從一些細微變化中察覺可能的

潛在威脅。20 機動組則需要靈敏的活動力，在救災時能夠迅速應變，安置多位行

動不便的長者，並與外界保持聯繫，確保資源、交通、資訊等管道通暢。哪些人符

合這些條件，對不熟悉社區的外人來說如同丈二金剛，但在總幹事及組長們眼中只

是小事一樁，很快就能篩選出最佳人選。21 迅速地讓組長就位，享有任免組員以

及溝通協調的權力，藉此強化決策與執行上的效率。 

此一協力防災網絡，奠定日後社區發展的組織基礎。例如 2017 年，大後爭取

到政府補助，成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就是當時的計畫組長及救護組等核心成員齊

心推動的成果。說明部分族人在自信心上的轉變，從對繁文縟節的行政程序感到陌

生害怕，進步到能獨當一面；也看到社區透過防災計劃找到出口，或說一個能夠展

演的平台，向外界再度證明大後的團結與能力。至於在經濟層面，近來有村民陸續

加入耕種龍鬚菜的行列，得到穩定的收入，更有幾位是從外地回鄉的青年，藉由農

務之餘就近照顧親人。22 人口回流與社區發展的跡象，顯示經歷風災與防災計劃

後，大後部落已經粗具韌性，懂得靈活運用集體的力量克服各式挑戰。 

                                                      
19 「我先訓練幹部，幹部大概有十個人，就指導組裡面的幹部，演習組裡的指揮官，還有

六個組長…」（受訪者 A1） 
20 「現在的年輕人大多到外地工作，在我那時候都是待在部落裡面，會主動巡邏，不管是

下大雨或是颱風來的時候，我們都在部落裡跑來跑去幫忙，所以對地形都很熟悉…」

（受訪者 D4） 
21 「村民有一套傳統監測與警示環境變化的方法，像是用石頭標示或在樹木上綁上繩子來

提醒族人危險區域。而當颱風或大雨時，會由 14 歲以上的男性族人輪流夜巡，保護部落

安全（受訪者 D4）」。 
22 部落的水質與土地、氣候很適合種植「本是同根生」的佛手瓜與龍鬚菜，因為是無毒栽

種，有時一個月可賺取將近三萬元的收入，更有友善土地的環境保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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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韌性建立下調適治理模式的協力網絡 

本文聚焦在領導權力的調節，探討社區從接受「他助」轉換為「自助的過程

中，領導者如何成功賦權在地民眾，使其發展成具備韌性的「防災社區」。同時也

關注這種在地化的整體災害防救能力，在「新」的災防知識技術與「舊」思維間，

從多中心觀點、網絡、協力，以及創新等原則中，呈現概念重構與知識重塑的協力

網絡動態過程。 

一、多中心和多層次制度 

在多中心和多層次制度背景下，能對地方組織與「社會生態」（ social-

ecological）的交互作用及配合創造更多機會。例如看似平凡無奇的防災任務編

組，其實也隱含多中心治理以及融合在地社會生態的事實。許多時候，自主防災的

組織行動基礎之所以不夠扎實，來自於政府部門或其他參與者不夠了解當地風俗民

情，無法適才適性將人安排到最佳位置以發揮最大集體效益。因此在防災編組策略

上，來自非營利組織的 A1 僅概括性的告知編組原則，並將選任的權力交付社區協

會的總幹事，借助其對於社區生態的熟悉度完成有效地召集和動員。如「總幹事就

是計畫組的組長，因為總幹事對部落所有的資源的認知比較可靠。甚麼地方有甚麼

人，甚麼地方的特性，而且部落裡也很講究派系的，外來的人怎麼能夠了解呢？」

（受訪者 A1）。由於幾位組長在社區有較高的人望，甚至有些還具備貴族身份，

投射出部落生態的縮影，這樣的條件令他們比較能夠結合組長的職權，凝聚組內一

致性及組間的信任與合作，兼顧執行效率與其間的公平性（Toonen, 2011）。 

二、自我組織/網絡 

自我組織的網絡是非正式的治理體系，涵蓋了來自不同組織的多元參與者，協

力解決共同面臨的問題（Folke et al., 2005: 450），而首要的步驟即是組織動員。

「我當時也是蠻擔心的！因為這個計畫必須要大家村民全部參與，當然要透過很多

的會議，像是一些部落會議，還有大家無數次的協商，才可以完全執行這任務…」

（受訪者 C1）。在這方面，大後的部落會議提供參與管道，讓族人自主決定該積

極主動向外求援；抑或是土法煉鋼閉門造車。但更緊要的是，A1 保留了社區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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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原貌，利用部落會議此類既有制度，讓村民享有參與決策的實質機會，藉此

提升行動的回應性和正當性。並透過任務編組架設社區組織基礎，讓這類災前建立

的網絡，在災臨時能發揮「管理功能」（managerial functions），避免被重大天災

事件所淹沒（Meier & O’Toole, 2008）。 

三、參與和協力 

協力是持續的過程，參與者包含了多元行動者，匯集技術、知識和資源來處理

共同的環境問題。誠如調適治理所揭示，影響參與及協力的要素中，領導的經驗和

品質是不可缺乏的。在大後，A1 藉由過往累積的救災經驗與軍事專業知識，將社

區編成自主防災志工團隊，區分指揮祖、計畫組、警戒組、機動組、收容組、救護

組、救援組等七組，作為整體社區自主防災計畫中核心的組成要素，符合普遍接受

的自主防災設計原則。23 再者，共同合作產生的解決方案受到協力關係中的行動

者們多大程度上的重視，自然維繫了協力最終的成敗。以大後部落而言，自主防災

此類集體行動並無足夠經濟誘因吸引成員，只能仰賴部落中的人情壓力和認同感產

生催化效應。在這層顧慮下，A1 將委任組長及選用組員的權力交由最熟悉社區的

總幹事（身兼計畫組長），自己則是陪同徵詢組長就任意願，不強加干涉社區自主

決定權，待最終階段再與幹部們協調確認名單。此策略特別展現在徵召年輕族人的

效果上，一些年輕族人對於參與行動的動機本就不強，和 A1 的相處時間亦不夠

長，因此不太容易直接被動員。但是在各組組長積極溝通下，加上有長輩及部落中

社會階層身份的加持，這些年輕族人終於被說服，願意利用瑣碎的假日時間，回部

落參與自主防災的訓練。例如「比較難推動的就是時間上，因為大家都是待在不同

的職場上，就編組來講，有一些職位必須需要年輕人，那他們也都在上班，有的也

都在外地工作，我們部落又很小，所以必須要全部動員才有辦法把這個組織編制得

非常好，我覺得大家剛開始都會抱持著懷疑的態度但慢慢去上了課，也就開始信任

我們到後面大家都是帶著很主動的心來跟我們一起上課」（受訪者 C1）。 

此外，如何形塑「團體認同」（group identities）與忠誠對於協力合作而言，

也是一大核心要素。對於從未有過類似經驗的族人而言，終究因一些挫折逐漸退

卻。例如甄選組員的過程、配合防災計畫取得專業救護證照、其他專業課程訓練，

                                                      
23 有鑑於社區自主防災的任務編組維繫著防災成效的興衰關鍵，因此，本文在訪談對象上

也以擔任各組管理職位的受訪者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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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偶爾偏低的出席率等，皆令成員逐漸喪失自信。「按照紅十字會科目的流程是

24 小時，是有國際認證的初級急救員證照，這需要救護組全員參加，其他各組派

幹部來參加，在訓練這個過程當中有些受到打工的影響，所以出席不是很踴躍，但

是我們持續去讓他們了解對他們來講是重要的」（受訪者 A1）。注意到此現象的

A1，決定增加陪伴族人相處的時間，更常鼓勵他們，也不厭其煩的解說此計畫對

於社區整體發展的意義。甚至製作熊的圖騰作為部落認同象徵，皆在無形中重拾居

民的信心。「這個 logo 是我們幫他設計的，他本身是熊這個標誌，但在這個演習

當中，還要跟他們特別強調你們是熊的部落，因為只有對這個部落的認同，他才會

覺得值得驕傲的，所以這個軟的實力，在我認為來講那是能夠讓他們能夠永續發

展，比硬的實力更重要」（受訪者 A1）。這些日常中的潛移默化，令族人重新振

作以克服難關。在經過六個月後，於 2015 年 1 月 17 日，由紅十字會總會、各公部

門代表、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以及學術單位等五十多人共同見證下，完成自主

防災演練，成為來義鄉社區自主防災發展的首例。 

四、學習與創新 

除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學習，對於環境議題的調適治理來說，更重要的是人與

環境之間在構建認同和知識的動態整合。自主防災計畫首先面臨如何編組的專業問

題。普遍來說，社區籌組防災編組時，必須顧及行政資源、地方生態，以及社區成

員能力間的密切串連，並且要有精神上的支柱，讓向心力成為行動時的能量。「第

一個編組沒有結合部落的生態，沒有結合行政的組織，還有他的這些成員沒有結合

本身的特性，然後都臨時湊合，外人來插個花，就解散了！第二個就算本身的編組

是正確的，但是你不能在編組的硬實力這一部分淪為形式，真正的核心是隨著軟的

實力讓他們對這個部落產生認同」（受訪者 A1）。 

A1 深知互動學習與自我認同的原則必須掌握，而自己仍尚未完全讓村民服從

其領導，為了確保其專業能夠迅速地被村民採納吸收，A1 轉而先求取村民信任。

將陪伴災民的精神帶入，視與族人相處為新的學習歷程，從 7 月開始就定期前往部

落關心族人，透過閒話家常深入了解地方生態，減少社區進行自主防災計畫時，基

於對外來人士的不信任而產生的抵抗心態。「其實那個部落很小，經常去跟他們聊

天，就會知道這個人確實就有困難…如果今天純粹是花了兩千塊錢兩個鐘頭我去

教，時間到了，我屁股拍拍就走了，那個是商業行為。你要讓他們感受到一個外來

的人都願意為我們社區來付出，那我這個本身當地人會比較慚愧…那他們會不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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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那慢慢地他們就知道確實要做，就會很認真來面對，接著就會進入主動階段」

（受訪者 A1）。「我是一個沒讀什麼書的人，但是讓我擔任這個（組長）職位的

時候，A1 下了很大的功夫，特別地交代我或教導我如何才能做好這個職務，還是

要謝謝他們如此的陪伴，真的！」（受訪者 D1）。 

通過累積社會生態學習和理解所促進的「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也被

稱為「社會記憶」，本質上可能是一種經年累月的經驗、價值觀或決策過程。當這

種記憶存儲在制度內部時，能稱為制度記憶或知識系統（Berkes & Folke, 2002），

這對於適應環境系統的變化與不確定性，或社區韌性發展而言都有長足的裨益。雖

然大後居民身處變化無常的環境，但也在無形中成為一座記憶與知識儲備的寶庫，

所強化的學習效果及知識系統，儼然成為日後社區防災發展中不可或缺的推力。

「住在部落的每一位居民，我想他本身的防災意識都會比都市的居民還要高，只要

一到颱風季節，反正只要有天災發生的時候都自動會去集結，對我們來說這是一件

很自然的事情，像老年人比較有經驗，他們就會去看一些可能需要警戒的地方，看

有沒有危險性，然後他會去警告大家例如說（山坡）後面的狀況怎麼樣、河床的水

位怎麼樣，我想老一輩的都會對我們年輕人影響蠻深的地方，形成一個最基本的防

災概念」（受訪者 C1）。「社區經歷了這麼大的八八水災，其實之前還有一些風

災，加上一個九二一大地震，這些災害都是隨時可能會發生…八八水災時，我們部

落也是蠻鎮定地去面對」（受訪者 D1）。 

柒、結論與建議 

透過多元詮釋或動態調適的觀點與過程能提醒吾人在進行減災行動時所可能遭

遇的挑戰。也就是說，當代社會在發展社區韌性與調適能力的背後，必須思考個案

獨特的背景條件與構成要素。在大後個案中，若地方政府的官員不認同防災行動、

非政府部門的成員與社區行動者心思各異，或是部落居民對於防災任務或指令存疑

的話，將會演變成何種樣態？在此系絡下，本文旨在探究災難治理理論較少被重視

的命題：調適治理對於發展社區韌性的關鍵在於權力調節。大後案例呈現領導者與

社區間的權力調節，足以對自主防災韌性產生長遠影響，建立在權力共享模式下的

集體行動，有助於維持社區自主能力，吸收外部資源及知識，內化成日後社區發展

的潛在動能。因此本文主張大後的成就不是獨立完成，非營利組織的參與、領導者

的策略運用，在建立專業知識能力，以及凝聚基層社會網絡，塑造共同願景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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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均發揮相當正面的作用。 

一、社區導入外部網絡的防災成功要件 

在具有高度不確定性與結構複雜性的環境議題或極端事件中，多層式的治理方

針已被認為是重要的管理舉措（Corfee-Morlot, Cochran, Hallegatte, & Teasdale, 

2011; Waugh & Streib, 2006）。例如，2005 年卡崔娜颶風之後，這種多層次組織、

跨部門合作的模式也受到廣泛的討論。而亦有研究指出，正式與非正式制度有助於

受災害影響之社區在 2004 年印度海嘯的侵襲中更快恢復，並建立社區韌性

（Adger, Hughes, Folke, Carpenter, & Rockstrom, 2005）。然而，在大後的多層次制

度中，是否曾經在權力移轉或下放時出現阻礙？由於大後的頭目制度已逐漸式微，

但部落會議仍是社區內遭逢重大議題的權威決策機制，接受外來人士的訓練與全體

居民共同參與防災等提案都是透過部落會議的不可違抗性下通過的。另外，當不同

行為者的角色和責任不明，多中心體制將招致嚴峻的挑戰，而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組

織也可能會陷入權力鬥爭中。對大後來說，飽受風災頻繁侵擾的緊急情況下，代表

第一線地方政府單位的義林村和社區發展協會承擔了重要且艱鉅的溝通任務，除了

與非政府組織協調，尚需促進和鼓勵所有當地居民共同參與應對和恢復工作。由此

看來，權力移轉的合法性及多元行動者的角色定位能左右多中心制度安排的實際成

效。 

「網絡」作為一種在災難管理領域中，能快速反應和處理緊急事件或災難的自

我組織形式，近年已受到研究文獻的認同（Aldrich, 2011; McGuire, Brudney, & 

Gazley, 2010）。儘管網絡組織是在志願的基礎上交換資訊、採取聯合行動，並以

不會影響個別自主權的方式自行組織（謝儲鍵、林煥笙、陳敦源，2016：70）。但

在網絡管理的議題上仍有風險，在本文個案中，是否曾經發生社區對於防災訓練產

生抵制？或是難以針對各個防災編組加以監督與課責？本文發現，確實在訓練初

期，包含組長與組員都採取觀望的態度，然而，此問題透過網絡的領導因素

（Waugh & Streib, 2006）降低外部干預所引起內部保護心理的抵制效應。另外，防

災編組的課責則經由網絡在社會資本的協調因素（Waugh & Sylves, 2002）加以確

認和衡量，維持高程度的組織承諾。總括來說，自我網絡所具備的靈活度和適應力

必然要構築在穩定的網絡領導及協調狀態之中。 

參與及協力在防災規劃和管理週期的不同階段：「整備」（preparedness）、

「減災」（mitigation）、「應變」（response, 也稱「救災」（rescue）），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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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recovery）等階段之重要性自不待言，但一項關於在災防協力層面的潛

在挑戰是，除了必須成功地促使協力行動者形成協力關係外，還需要考量合作夥伴

的時間稀缺性與財政因素。先行研究指出，如果缺乏前述，那些時間或資源出現急

迫性的行動者，將失去參與的動力（Lane & Corbett, 2005），或者是逐漸失去參與

初衷（Holley, 2009; Thomalla & Larsen, 2010）。這兩種問題都確實出現在大後個案

中，但實際影響計畫執行的程度如何？本文發現大後的社區防災行動透過幾點加以

克服。首先、運用厚實的社會資本，比方部落的長者及族內的社會階層身份去加以

規範在外地工作而缺乏時間投入的部落青年；其次，若社區防災缺乏經濟支持則無

疑是緣木求魚，因此，除了由非營利組織供應防災訓練的各式器具、訓練人力、訓

練經費外，部分村民從中習得的救護知識與專業，更能作為提升自我經濟來源的工

具之一，亦激勵許多村民付諸實際行動。由此觀之，雖然協力關係包含的政府及非

政府組織，以及公民能夠創造出減緩災害的方案，但在社區自主防災的計劃賡續與

經驗複製上，決不能樂觀地認為防災行動能完全按照計畫進行與所需資源能夠完全

有效地獲取，個別行動者或組織的資源稀缺性與財政因素，必須是任何災害預防與

減緩的實踐基石。 

最後一項防災要素是調適治理下的社區防災學習與創新，而社會學習可以通過

現有的知識或技術來建立。在許多案例中，當地的知識和實踐能幫助社區因應自然

災害和環境變化。對大後來說，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社區自建立之初即經常遭受

天災紛擾，由當地耆老或長輩代代相傳下來的防災經驗及知識，一直深植在後代子

孫心中。而在自主防災計畫決議執行後，在地的知識與經驗便與科學儀器和技術相

互融合，設計出符合當地條件的備災和適應策略。例如，原本警戒組的成員利用過

去經驗與目測方式測知河床水位是否到達警戒標準，有了專業與科學的工具輔助之

後，便能更精確地獲得數據，從而做出判斷與制訂策略。然而，在整個防災計畫

中，是否曾經產生過無效率或無意義的學習？從調適治理的研究文獻中告訴我們，

學習建立的過程並不會自發性地產製，過於輕率地僅在最上層執行計畫劃定學習過

程和目標無法激起有意義的學習，而必須是具體有效的設計、支持及鼓勵（Ruhl, 

2011）。由大後社區的學習經驗表明，雖然防災分組及演練都是採取軍事化原則，

但仍保有人道救援組織的使命，取而代之的是持續的鼓勵與溝通，因此，讓村民在

成就感與榮譽感之下完成主動學習。儘管有效的學習能夠構建創新發揮的空間，但

要在災難環境之下完成絕非易事。原因在於可能有多元的因子能影響創新程度。一

項針對南亞大海嘯之後，斯里蘭卡災後恢復的創新相關研究，政府救災效率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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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局勢動盪、國內戰爭頻仍等因素都會削弱創新能力（Koria, 2009）。在本案例

中，值得注意的是，大後社區在 2017 年獲得地方政府的計畫補助，成立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讓社區中的年長者能受到更完善的關懷及照顧，從計畫書的構思到申請

的重要推手即是當時參與自主防災計畫的幾名核心成員。此成果也說明村民透過互

動學習過程，與外部組織和外來人士接觸，從心境上開始轉生轉變，進而帶動了創

新的想法，展現出已具備獨立自主的調適能力。 

二、大後個案對社區自主防災的意涵：從他助到自助 

本文關注社區自主防災計畫如何運用領導權力調節，以及協力網絡幫助受災社

區從接受「他助」轉換為「自助」的過程，發展成具備韌性的「防災社區」，並在

此提供若干建議： 

首先，透過深度訪談，本文發現非營利部門的奧援，不必然是干預社區自主性

的外部阻力。正好相反，從大後部落的成功經驗來看，非營利組織的參與有助於和

諧地發展社區韌性，在自主防災過程中穩固社區發展的行動基礎，但這並不表示政

府應該全然退出治理場域，在多層次治理體系中，依舊需要在制度、資源及權力等

面向上，貫穿中央至地方政府，直到末端的社區組織。易言之，就跨部門之間的協

調整合工作，政府部門仍須扮演水平與垂直協力關係的「促進者」（facilitator）角

色，在面對不同類型的災害時，達到救災能量的預期穩定輸出。並深化調適治理模

式至社區，更貼近地方處理災害的需求，以使臺灣的災害防救政策更加穩健細緻。 

再者，非營利組織填補政府在治理體系末端的空缺固然重要，但真正掌握其分

寸的關鍵則是在領導者身上。倘若領導者能夠適當分權，與社區中既有的權力結構

產生融合，就能發揮制度上的綜效。不僅不會引起居民抗拒感，當計劃期滿退場之

後，社區也已經能夠獨立自主，內化成社區韌性。然而，更重要的是，不管外部網

絡是政府部門或非政府部門，社區之中必須具備一個能夠傳遞居民意見，以及與外

部網絡組織溝通的社區組織，從大後個案中，社區發展協會即是扮演此關鍵的節點

角色。如此一來，調適治理模式的力道就更明顯，也能提供弱勢的災區村民一個較

公道的表述機會與自主空間，發展出更具彈性的管理模式。 

此外，在臺灣的脈絡下，尚須考量原民社區與現代社會制度之間的拉扯，及不

同社區所存在的個殊性。例如大後部落是由部落會議取代傳統個人決策，進而與現

代民主體制融合。反之，同樣在風災之後重振社區的高雄多納部落，則是在頭目與

部落菁英階層集體領導下，以深度文化旅遊的型態，替社區帶來收入。此社區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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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說明原民部落不一定非得全然接受現代管理模式，或是全盤抗拒如此極端，適當

程度的融合原生制度規範，對於社區發展和自主能力建立而言有其正面效用。簡言

之，政府單位在培育社區調適治理的對象上，除了與活躍於災防領域的非政府組織

保持合作外，最重要的是必須與社區特色與背景結合，亦能與尚在發展中的潛在個

別行動者或社群團體，組建協力關係，運用特色計畫或團隊建立的方式引入社區，

為基層社區的災防事務注入民間活力。 

不過，社區防災若無投入適當的資源是為空想，但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亦日趨

緊迫，政府部門的確無法滿足每一個受災社區的請託和要求。但從大後的案例中所

看見的契機是，除了與資源和經驗都充足的非營利組織互動之外，經由社會學習的

過程，開始向多元的單位提出申請補助及合作，不失為彌補資源稀缺的良善途徑之

一。像是前述談到的成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就是與政府目前推動長期照顧的政策

目標結合，雖是以長者照護為主要目標，但在加深社區互助之情況下，對於防災的

疏散與安置也能有更確實的掌握。另外，像是大後社區擁有良好的水質、土地與氣

候，對於特定品種蔬菜的生長甚有幫助，期望相關的政府農業部門亦可提供技術協

助，促進社區積累財政資源。 

最後，從大後的經驗中察覺，其實臺灣蘊藏著豐沛的社會力有待開發，只是缺

乏適當的啟動機制。近來，不只傳統意義上的非營利組織，像是地方合作社、產銷

班，甚至是社會企業家，此類社群團體是否也可能在災難治理過程中，發揮令人意

想不到的效果？值得持續關注。而就社區自主防災而言，所謂的自主防災，固然是

社區居民自己主動預防、減緩災害，但在弱勢社區與居民尚未能獨立自主之前，仍

然需要政府部門及專業組織予以關注並協助找回存在的意義，這也正是災防協力網

絡運作的核心價值，唯有在社區具備高度的災害調適治理能力時，方能以此韌性永

續依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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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題綱（非營利組織） 

關於過往天災與大後部落之背景： 

一、大後部落社區自主防災的計劃如何開始？為何選擇是從大後部落作為計畫實施

對象？ 

二、您與部落的連結關係為何？部落的文化特色為何？ 

三、部落的歷史文化與天災防範有任何連結嗎？ 

關於計畫的背景與內容： 

一、此自主防災計畫的主導單位為何？配合的對象有哪些？例如：公部門有哪些？

私部門有哪些？ 

二、整個計劃的訓練期程為期多久？在計畫的規劃過程中是否有遭遇困難？ 

三、計畫的經費來源主要是來自於哪裡？ 

四、計畫的最終目標為何？ 

五、在計畫執行過程中是否有遭遇困難？例如：資源分配，其他單位的配合程度。

如何解決？ 

六、如何讓社區居民願意接受訓練？是否有獲得其他地方人士的協助？ 

七、在訓練計畫的規劃過程，居民是否有涉入？為什麼計畫一定需要居民參與？ 

八、計畫內容是否有將部落的歷史文化因素與自主防災予以融合？ 

關於防災成員協力參與的過程與機制： 

一、居民對於訓練計畫的參與程度與配合程度如何？ 

二、如果社區居民的配合程度不夠高，您如何引領其增加參與？ 

三、在計畫訓練過程中，居民需要參與那些正式訓練活動？就您所知，居民之間曾

經經由任何非正式的活動或場域投入或促進訓練嗎？ 

四、您如何取得居民的信任，使居民能積極參與活動？如果居民不願意參與活動，

您覺得您使用了什麼特別的方法使其增加參與？ 

五、您認為您所使用的方法，是否有明顯提升居民的參與程度？您認為所使用最有

效的方法是哪個？ 

六、您認為計畫中所編制的核心小組，組內與組間的合作情況為何？核心小組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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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計畫中發揮何種功能？ 

關於計畫的結果與成效： 

一、經過整個訓練計畫，您認為其成效如何？是否有完成當初預期的目標？ 

二、您自己從計畫中學習到什麼？ 

三、您覺得居民從計畫中學習到什麼？ 

四、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個故事為何？ 

五、您認為您自己最大的貢獻為何？ 

 



災害防救與社區韌性發展：以屏東大後部落為例 

‧35‧ 

附錄二：訪談題綱（社區居民） 

關於過往天災與大後部落之背景： 

一、就您的印象中，以前部落遇到颱風，一般的做法是什麼？ 

二、您在還沒參加社區防災任務前對於部落的防災這件事抱持怎樣的態度？ 

三、部落的歷史文化與天災防範有任何連結嗎？ 

關於計畫的背景與內容： 

一、當您知道要接受社區防災任務的訓練時，抱持怎樣的態度？ 

二、您為什麼願意參加社區防災任務？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原因或事件影響了您？ 

三、紅十字會如何引導您或其他居民願意接受訓練？是否有獲得其他地方人士的協

助？ 

四、計畫中有將部落歷史文化因素與自主防災融合的任何有關內容嗎？ 

關於防災成員協力參與的過程與機制： 

一、您在防災編組中的職務為何？您覺得擔任這個職務會讓你感到光榮嗎？ 

二、在您參與防災編組的過程中，有沒有曾經遭遇過編組上的困難？例如：人員編

組的變動或是其他參與人員數量不夠？哪件事情讓您最印象深刻？ 

三、在參與防災訓練初期，您是如何看待負責訓練的單位？例如：透過什麼方式，

增加彼此的信任？  

四、當您接受防災訓練時，有沒有曾經感受到困難？如果有，您是如何克服的？或

是有什麼原因讓您想繼續堅持下去的？ 

五、當您接受防災的正式訓練活動時，就您所知，居民之間曾經經由任何非正式的

活動或場域投入或促進訓練嗎？ 

六、您所接受的防災訓練中，覺得哪個項目是最有趣的？ 

七、您如何看待有部落以外的人投入心力幫助大家一起對抗風災？當您看到部落以

外的人願意幫忙社區防災，您的感覺如何？對於您投入防災訓練中有影響嗎？ 

八、您認為計畫中所編制的核心小組，組內與組間的合作情況為何？ 

關於計畫的結果與成效： 

一、經過整個訓練計畫，您認為有沒有幫助社區能夠有效地處理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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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您自己覺得從這訓練中學習到什麼？您是否有從訓練單位身上學習到什麼？ 

三、您印象最深刻的，與防災訓練有關的故事是什麼？ 

四、您認為您自己在社區防災中最大的貢獻為何？會想把這份經驗傳給後代的人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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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mmunity Resilience:  

A Case Study of the DaHo Tribe in 

Pingtung County in Taiwan  
 

Huan-Sheng Lin, Meng-Che Yu, Helen K. Liu * 

Abstr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a community self-prevention program for disaster is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disaster management system and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local 

communities. More specifically, it is essential to investigate whether residents 

have the capacity to establish their autonomy and cultivate skills for community 

self-prevention for disaster program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presents a gap in 

theory building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rming a disaster-

prevention program within a community, rather than a top-down and command 

and control process. By using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leaders and 

participants of the disaster-prevention program of the DaHo Tribe of Laiyi 

Township in Pingtung County, this paper identifies two key actors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 participation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helps to 

build the capacity of the local residents while the local leaders play a strategic 

role in power distribution among the local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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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findings 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theoretical debate of the power 

distribution among leaders,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potential of building 

multilayered institutions, partici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elf-organization and 

networks, and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through the disaster-prevention program. 

The implications from our paper illustrate that government should adopt a 

governance tool that includes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hase and grants civil society a higher degree of flexibility to form a bottom-up 

multi-level governance system that resolves concerns and issues of the local 

residents, such as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other public affairs.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public sector still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ollaborative disaster-response networks, especially in having to 

collaborate with NGOs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addressing various types of 

natural disasters; it also recommend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 integrating indigenous culture and knowledge, and equipping the 

local community with necessary skills and resources. 

Keywords: disaster management, community resilience, adaptive governance, 

collaboration, aboriginal tri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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